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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碳税制度因全球变暖问题而发端，然其平衡、保护的绝非单一的环境利益。

国外相关的理论与实践表明，发达国家碳税制度有效地平衡、协调了重大的甚至是相互

冲突的国家战略利益关系，同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发展中国家的竞争优势；其碳税制

度以国家战略利益为依归，形成一个以一般性条款、弹性税率、税收优惠和税收中性等

内容为基石的规则体系。于我国而言，建立碳税制度不仅是建设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

型社会的需要，也是释放自身国际政治压力、应对发达国家碳关税威胁的理性选择。我

国碳税制度应从征税对象、纳税主体、税率、计税依据、征税环节、税收优惠和税收用

途等方面，形成完善的国家战略利益保护机制。尽管短期来看，碳税制度在各国的推行

将面临国家现实利益的冲突等障碍，但共同的国家利益选择必然促进碳税制度在全球范

围内的发展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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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变暖问题所反映的绝非单纯基于环境的利益诉求。与之相应的是，为应对全球变暖而兴

起的碳税制度所平衡、保护的也绝非单一的环境利益。这一点，我们通过精细地分析发达国家碳

税制度的理论与实践便可清晰地察知。在对多重国家利益甚至是相互冲突的国家战略利益进行充

分权衡、选择与协调之后，发达国家阳谋与阴谋交替运用，使其碳税制度巧妙发挥着利己与损人

的双重功能。全球变暖问题亦是我国需要面对的重大问题，制定我国的碳税制度是解决该问题的

重要选项。迄今，我国学者已对碳税制度进行了探讨，〔１〕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经济学与法学领

域，研究重点则包括碳税与碳交易等减排制度之间的比较与取舍、发达国家碳税制度规则、我国

碳税制度的设计模型与设计要素等问题。然任何一种制度选择，不仅需要对以资借鉴的规则进行

周密比较，更需要对规则背后的各种社会根源尤其是利益根源加以深入剖析。我国碳税制度的构

建更需要平衡与协调其中的多重利益关系，特别是重大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国家战略利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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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商学院法学院副教授。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多边贸易体制下碳税问题研究”（０９ＣＦＸ０６７）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如王金南、曹东：《减排温室气体的经济手段：许可证交易和税收政策》， 《中国环境科学》１９９８年第１期；曹静：

《走低碳发展之路：中国碳税政策的设计及ＣＧＥ模型分析》，《金融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１２期；王慧、曹明德：《气候变

化的应对：排污权交易抑或碳税》， 《法学论坛》２０１１年第１期；高萍： 《开征碳税的必要性、路径选择与要素设

计》，《税务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１期；李传轩：《应对气候变化的碳税立法框架研究》，《法学杂志》２０１０年第６期。



这需要我们借鉴国外经验，同时立足国情适时创新。本文拟以碳税制度的国家战略利益分析为重

点，论证我国建立碳税制度的可行性，权作探索我国应对全球变暖制度选择的美芹之献。

一、碳税制度的缘起：发达国家战略利益考量

碳税制度，简而言之，即根据化石能源的碳含量或二氧化碳排放量对排放者进行征税的制

度。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就已纷纷引入该制度。目前，包括德国、荷兰、意大

利等在内的数十个发达国家以及部分联邦制国家的州 （省）、市，都已开征碳税，而法国、〔２〕日

本等国家的碳税制度也正在积极酝酿之中。大体上看，目前采纳碳税制度的国家均为发达国家，

这绝非偶然，正反映了碳税蕴含着特定的国家战略利益诉求。之所以称其为国家战略利益，是因

为这些利益无一不关系着主权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无一不涉及重大的国家经济、政治与安全利

益。通过考察这些利益诉求，我们可以更为深入地理解碳税的起源与发展历程，可以更为细致地

察知发达国家的碳税制度既有利己利人的利益趋同考量，也有损人利己的利益冲突考量；既有

“阳谋”，也有 “阴谋”。

（一）促进本国经济社会的转型升级

发达国家的碳税制度往往构成其能源税制与环境税制的重要组成部分，〔３〕也因此承载了基

于能源安全、环境保护与税制结构调整等方面的国家战略利益。

第一，有效促进环境政策的转型升级。西方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伴随着环境的污染与破坏。诺

贝尔奖得主阿伦尼乌斯 （ＳｖａｎｔｅＡｒｒｈｅｎｉｕｓ）早在１８９８年就发出警告：二氧化碳的排放将导致全

球变暖。〔４〕但当时的西方国家正享受着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喜悦，无暇顾及环境问题。现今的

科学研究证明了阿伦尼乌斯的远见卓识，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与当前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总量

直接相关，〔５〕是造成全球变暖的直接原因。基于这样的认识，１９９２年通过的 《联合国气候变化

框架公约》和１９９７年签署的 《京都议定书》提出 “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要求各国积极参与

温室气体减排行动，其中，发达国家应承担强制性的减排义务。

与此同时，经济水平的提高使得发达国家居民对空气质量、居住环境等有了更高的要求。在

国际条约义务以及纳税人诉求的双重压力之下，环境政策的转型升级也自然成为发达国家政府面

临的主要任务。以欧盟为例，在 《京都议定书》签署以及生效的前后，除了建立起欧盟范围内的

碳交易制度外，〔６〕各成员国也大都创设了某种形式的碳税或能源税制，以期通过价格的方式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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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法国总统萨科齐推动制定的碳税方案因被法国最高法院判定为 “违反税收公平”而胎死腹中，但法国实施碳税的

基本方向却依然没有改变。参见刘杰洁：《有失公平，法国碳税法案遭否决》，《中国税务报》２０１０年２月１０日。

有关能源税、环境税与碳税的关系，发达国家认为：环境税是一个大概念，具体又包括四种特定的税，即能源税、

交通税、污染税与资源税。能源税是对用于运输以及静止目的使用的能源产品，如汽油、柴油、天然气、煤、电力

等的征税，碳税属于能源税的一种。Ｅｕｒｏｓｔａｒ，犜犪狓犪狋犻狅狀犜狉犲狀犱犻狀狋犺犲犈狌狉狅狆犲犪狀犝狀犻狅狀（２０１１ｅｄ．），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Ｕｎｉｏｎ，

２０１１，ｐｐ．３８７－３８８．

ＵＮ，犆狅犿犫犪狋犻狀犵犌犾狅犫犪犾犠犪狉犿犻狀犵：狋犺犲犆犾犻犿犪狋犲犆犺犪狀犵犲犆狅狀狏犲狀狋犻狅狀（１９９７），ＳｐｅｃｉａｌＳ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ｔｏ

ＲｅｖｉｅｗａｎｄＡｐｐｒａｉｓｅｔｈｅ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ｇｅｎｄａ２１，Ｊｕｎｅ２３，１９９７，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ｎ．ｏｒｇ／ｅｃｏｓｏｃｄｅｖ／ｇｅｎｉｎｆｏ／

ｓｕｓｔｄｅｖ／ｃｌｉｍａｔｅ．ｈｔｍ．

参见胡鞍钢：《中国如何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挑战》，载张坤民等主编：《低碳经济论》，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

版，第４２页。

碳交易是一种排放贸易，温室气体排放权可以像商品一样被买卖。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于２００５年正式实施。该体系

适用于２７个欧盟成员国以及爱尔兰、挪威、列支敦士登共３０个国家，欧盟境内超过１万个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被

纳入其中。Ｓｅ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犈犿犻狊狊犻狅狀狊犜狉犪犱犻狀犵犛狔狊狋犲犿，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０，ｈｔｔｐ：／／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ｃｌｉｍａ／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ｅｔｓ／ｉｎｄｅｘ＿ｅｎ．ｈｔｍ．



制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第二，有效促进能源政策的转型升级。碳税绝非仅仅是一种促进温室气体减排的环境措施。

在发达国家，碳税属于能源税的一种，因此不可能摆脱能源政策的考量。自工业革命伊始，化石

能源业就成为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引擎。然而自有能源的储存与开采远不能满足本国生产与生活

之需，发达国家对进口能源的依存度也因此不断提高。以欧盟为例，预计到２０３０年欧盟对外能

源依存度将上升至６５％，其中天然气将从２００６年的５７％上升至８４％，石油则从８２％上升至９３％。〔７〕

随着化石能源开采能力的逐渐下降、主要能源输出地的日益动荡以及全球能源竞争的愈演愈烈，

能源供应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也日益突出。通过对化石能源征税，碳税制度彰显了各国政府减少化

石能源的使用和降低对化石能源的依赖等能源政策目标。

第三，有效增加财政收入，优化税制结构。碳税不仅可以提高政府的财政收入，亦可促进税

制结构的优化，实现从传统税制中对劳动这一具有积极意义的行为的征税到对环境污染这一具有

消极意义的行为征税的转变。这一调整将有效地促进就业，提高公共福祉。在提高环境质量的同

时，实现税制结构优化，此即碳税的 “双重红利”。〔８〕

从实践角度看，政府作为直接受益者，增加税收收入往往成为碳税多重目标中最易实现的。

欧盟统计局的统计资料显示，２００６年欧盟境内２７个成员国包括碳税在内的环境税收入占全部

ＧＤＰ的２．６％和税收总收入的６．４％。而１９８０年，环境税收入仅占ＧＤＰ的０．５％。〔９〕因而，有

西方学者认为，欧洲的碳税经验表明，增加财政税收才是该制度设计的核心目标。〔１０〕

（二）打压发展中国家的产品竞争力

发达国家把碳税与 “碳关税”相结合，使其成为推行某些阴谋的工具。当下，发达国家阵营

弥漫着一种声音：发展中国家普遍缺乏碳税或碳交易制度，其产品没有承担碳排放成本，这将损

害那些承担了碳排放成本的发达国家同业竞争者尤其是能源密集型企业的利益，为此，发达国家

应该向发展中国家所出口的产品征收碳关税。这种声音究竟是发达国家为实现自我产业保护而不

得已的表态，还是又一次意欲操纵舆论导向逼发展中国家就范，抑或还存有其他缘由？这就需要

对发达国家碳税制度对其自身经济造成的影响进行分析。

当前，发达国家的碳税制度往往仅适用于征税国境内的碳排放，而征税国 “对本国进口的、

但在本国之外其他地方生产能源产品过程中的碳排放，以及本国出口的能源产品在本国之外任何

其他地方的碳排放，均不征税”。〔１１〕这一规定无疑将增加本国生产的能源产品的成本，影响其竞

争力。为此，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ＯＥＣＤ）建议各国在有关碳税或者其他环境税收方面采取如

下基本策略：一是消极的观望。只要其他国家没有引入环境税，那么本国也可以无所作为，即便

所有国家都认识到引入该环境税对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二是提供普遍性的税收优惠，即对受到

国际竞争力影响的脆弱部门提供特别措施，比如税收返还，对特定行为、特定部门或特定产品的

·６８·

法学研究 ２０１２年第２期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Ｓｅ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犃狀犈狀犲狉犵狔犘狅犾犻犮狔犳狅狉犈狌狉狅狆犲，ＣＯＭ （２００７）１ｆｉｎａｌ，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０７，ｈｔｔｐ：／／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ｅｎｅｒｇｙ／ｅｎｅｒｇｙ＿ｐｏｌｉｃｙ／ｄｏｃ／０１＿ｅｎｅｒｇｙ＿ｐｏｌｉｃｙ＿ｆｏｒ＿ｅｕｒｏｐｅ＿ｅｎ．ｐｄｆ．

Ｓｅｅ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Ｈ．Ｇｏｕｌｄｅｒ，犈狀狏犻狉狅狀犿犲狀狋犪犾犜犪狓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狋犺犲犇狅狌犫犾犲犇犻狏犻犱犲狀犱：犃犚犲犪犱犲狉’狊犌狌犻犱犲，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ａｘ＆

ＰｕｂｌｉｃＦｉｎａｎｃｅ，ｖｏｌ．２，ｎｏ．２，２００４，ｐｐ．１５７－１８３；ＤａｖｉｄＰｅａｒｃｅ，犚狅犾犲狅犳犆犪狉犫狅狀犜犪狓犲狊犻狀犃犱犼狌狊狋犻狀犵狋狅犌犾狅犫犪犾

犠犪狉犿犻狀犵，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１０１，１９９１，ｐ．９３８．

前引 〔３〕，Ｅｕｒｏｓｔａｒ书，第１４３页。

ＦｒａｎｋＭｕｌｌｅｒ，Ｊ．ＡｎｄｒｅｗＨｏｒｎｅｒ，犌狉犲犲狀犻狀犵犛狋犪狋犲犈狀犲狉犵狔犜犪狓犲狊：犆犪狉犫狅狀犜犪狓犲狊犳狅狉犚犲狏犲狀狌犲犪狀犱狋犺犲犈狀狏犻狉狅狀犿犲狀狋，

Ｐａｃ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１２，１９９４，ｐ．５．

ＳｅｅＣａｒｂｏｎＴａｘＡｃｔ，２００８Ｓ．Ｂ．Ｃ．，ｃｈ．４０．



免税或者低税率，边境税收调整等。〔１２〕发达国家的碳税实践正遵循了ＯＥＣＤ的这一思路，在其

引入的碳税制度中，由于对能源密集型企业大量提供的税收减免或税收返还，这些企业的碳税税

负水平非常有限。挪威规模最大的造纸厂经理在接受 《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说，由于挪威的碳税

制度对造纸业的税收优惠，该厂每年的碳税支出也不过２０万美元左右，这点成本根本不会对其

投资或决策产生实质性影响。〔１３〕世界银行的一份研究报告也认为，没有证据表明，当普遍存在

税收减免与税收返还时，碳税会对能源密集型企业的竞争力产生重大影响。事实上，当出口国征

收碳税或者进口国与之同时征税时，出口国能源密集型企业的出口不减反增。〔１４〕

正是由于发达国家的碳税或碳交易制度对能源密集型企业做了精心安排，〔１５〕其对本国产业

竞争力的影响有限。即便存在影响，根据 《京都议定书》确立的 “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发达

国家也不至于大动干戈。那么，发达国家为何声称要对发展中国家产品征收碳关税呢？事实上，

碳税 （或碳交易）与碳关税的结合，正反映了发达国家欲强行推进其有关产品竞争力新规则的

阴谋。

自人类有商品交易开始，产品的竞争力就一直表现为结果的竞争，即产品是否具有物美价廉

的特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商品二重性来衡量一个产品的竞争力，认为每一商品均具有

使用价值与价值两重属性。商品价值的大小取决于生产它所必需的相对劳动量，而价格不过是价

值的货币表现。在一个具体的交易中，商品如能做到使买方以最少的价值付出而获得最多的使用

价值，则该商品必然比同类其他商品更具竞争力。换言之，使用价值与价值是衡量产品竞争力的

最主要的两个标准。至于该产品生产过程如何、企业劳工保护如何等其他情况，则没有纳入产品

竞争力范畴。长期以来，发达国家认可的产品竞争力规则就是这种规则。自工业化以来，由于高

效的劳动生产率保障了产品物美价廉的竞争优势，发达国家长期对发展中国家保持贸易顺差，并

从中获取巨大经济利益。

然而，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产品逐渐显示出强大的国际竞争力。为

此，发达国家一直在寻找出路，以期挽回本国产品逐渐丧失的竞争力。碳税恰能满足这些国家的

意图和需要。与传统的产品竞争力规则不同，碳税将产品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纳入产品的生产成

本之中，也就是说，碳税模式下的产品竞争力规则已经从单一的物美价廉扩充为 “物美价廉＋生

产清洁”，从单一的凭结果胜出改变为 “结果＋过程”的比较。发达国家希望凭借其在环保技术

方面的领先优势，使得发展中国家产品具有的物美价廉优势被生产清洁的劣势所抵消，最终丧失

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从经济学角度看，环境污染具有负的 “外在性”，通过碳税将环境污染成本内化到价格中，

不失为一种有效解决外在性的方法。然而这一解决外在性的方法必须以本国经济的承受力为前

提，尤其应满足公平性的要求。因此，如果发达国家仅将这一方法运用于本国生产或消费的产品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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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ＯＥＣＤ，犐犿狆犾犲犿犲狀狋犻狀犵犈狀狏犻狉狅狀犿犲狀狋犪犾犉犻狊犮犪犾犚犲犳狅狉犿：犐狀犮狅犿犲犪狀犱犛犲犮狋狅狉犪犾犆狅犿狆犲狋犻狋犻狏犲狀犲狊狊犐狊狊狌犲狊，Ｐａｒｉｓ：ＯＥＣＤ，

２００２，ｐ．２２．

Ｌｅｉｌａ Ａｂｂｏｕｄ，犃狀 犈狓犺犪狌狊狋犻狀犵 犠犪狉 狅狀 犈犿犻狊狊犻狅狀狊，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３０，２００８，ｈｔｔｐ：／／ｏｎｌｉｎｅ．ｗｓｊ．ｃｏｍ／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Ｂ１２２２７２５３３８９３１８７７３７．ｈｔｍｌ．

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犜狉犪犱犲犪狀犱犆犾犻犿犪狋犲犆犺犪狀犵犲，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２００８，ｐ．１１．

发达国家的碳交易制度也给能源密集型企业以特别保护。以欧盟为例，其排放交易体系自２００５年实施以来，一直免

费发放初始的排放额度。有学者指出，由于在实施第一阶段发放的配额数量超出了市场本身的排放数量，从而对减

排没有产生任何实质性影响。ＳｅｅＲｏｂｅｒｔａＦ．Ｍａｎｎ，犜犺犲犆犪狊犲犳狅狉狋犺犲犆犪狉犫狅狀犜犪狓：犎狅狑狋狅犗狏犲狉犮狅犿犲犘狅犾犻狋犻犮狊犪狀犱

犉犻狀犱犗狌狉犌狉犲犲狀犇犲狊狋犻狀狔，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ＬａｗＲｅｐｏｒｔｅｒ，Ｖｏｌ．３９，Ｎｏ．１０１１８，２００９，ｐ．１２０．为了进一步强化对其能源

密集型企业的保护，欧盟决定从２０１３年碳排放交易体系第三期开始，对受到碳泄漏影响显著的产业部门给予１００％

的免费配额，其他部门享受８０％的免费配额。Ｓｅ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犈犿犻狊狊犻狅狀狊犜狉犪犱犻狀犵犛狔狊狋犲犿，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０．由此，碳交易对能源密集型企业的影响同样非常有限。



中，那无疑将有利于促进环境保护。然而，通过所谓碳关税，强行要求发展中国家也将排污成本

纳入到产品成本中，强行要求发展中国家在其工业化的过程中承担发达国家在其工业化过程中从

未承担的成本，最终打压发展中国家产品竞争力，减少自身竞争压力，这是发达国家试图通过贸

易手段，绕开 《京都议定书》设立的 “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达到损人以利己的目的。

（三）谋取低碳经济的超额垄断利润

发达国家实施碳税制度的目的，不仅在于通过改变产品竞争力规则，减少发展中国家的产品

竞争优势，而且也是最大程度上利用自身具有比较优势的低碳经济技术，谋取超额垄断利润。

当前，尽管在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关系中，发达国家逐渐丧失在传统货物贸易领域的竞争优

势。但在技术与服务贸易领域，特别是化石能源的低碳排放技术以及新能源技术方面，发达国家

却具有明显优势。ＯＥＣＤ发布的 《专利统计纲要２００８》显示，至２００５年，可再生能源专利技术

中的３６．７％、２０．２％和１９．８％分别由欧盟、美国和日本所掌握，ＢＲＩＩＣＳ六国 （巴西、俄罗斯、印

度、印尼、中国与南非）所掌握的专利技术仅占６．５％；机动车污染控制技术中的４８．９％、

３１．４％和１３．７％分别由欧盟、日本和美国拥有，ＢＲＩＩＣＳ六国所掌握的专利技术仅占０．７％。〔１６〕

发达国家要充分发挥其在低碳技术方面的领先优势，产生可观的经济效益，必须为这些低碳技术

扩展市场空间。而这有赖于整个国际社会，尤其是不掌握这些技术的发展中国家对低碳技术的巨

大需求。也正因为此，发达国家不遗余力地推行低碳经济理念，而碳税正是发达国家迫使国际社

会尤其是迫使发展中国家接受低碳经济理念的重要筹码。

通过实施碳税制度，发达国家不仅成功地将自身标榜成负责任国家的形象，而且打击和挤压

传统能源经济。其结果是，发展中国家不仅背负了沉重的国际政治与舆论压力，同时由于传统能

源经济发展受阻，而自身又严重匮乏低碳技术，为谋求发展，就不得不向发达国家购买发展低碳

经济所必须的低碳技术。凭借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机制，发达国家便可名正言顺地从发展中国家

赚取超额垄断利润。

发展低碳经济本身无可厚非，这也是人类社会应对能源与环境危机长远的、必然的选择。然

而，发达国家所主导的低碳经济却并非单纯地基于人类社会共同的、长远的利益。在现阶段，发

达国家不顾及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发展权利以及对化石能源的刚性需求，也不反思自身工业化过程

中曾经肆无忌惮地破坏与浪费化石能源的历史，却想通过碳税等减排制度安排，加之碳关税等威

胁手段，强行推进低碳经济，从根本上透出了其企图利用低碳技术优势谋取超额垄断利润的国家

阴谋。

二、碳税制度的基石：发达国家战略利益配置

对化石能源征税，既实现了能源安全与环境保护等长远国家利益，亦有利于促进税制结构的

完善，这种利益之间的相互依赖支撑起发达国家碳税制度的基本框架。然而将这些利益纳入到国

家制度之中，必然会对现有的国家利益格局产生冲击，从而引发抵触甚至对抗。例如，发达国家

历经完整的工业化过程，化石能源经济至今仍是其国民经济的基础性力量。而以化石能源作为征

税范围的碳税制度必然使得既得利益集团遭受损失，引发他们对碳税制度的顽强阻挠。何况这些

新的国家利益本身也存在一定的矛盾，譬如，在能源安全利益与环境保护利益发生冲突时孰轻孰

重，也是碳税制度安排必须面对的利益选择。因此可知，构建碳税制度的关键在于，必须协调主

导该制度的国家战略利益与其他利益之间的关系，实现国家利益的合理配置。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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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ＯＥＣＤ，２００８犆狅犿狆犲狀犱犻狌犿狅犳犘犪狋犲狀狋犛狋犪狋犻狊狋犻犮狊，ｗｗｗ．ｏｅｃｄ．ｏｒｇ／ｄａｔａｏｅｃｄ／５／１９／３７５６９３７７．ｐｄｆ．２０１１－０１－２５．



发达国家把碳税制度看作实现国家战略利益的重要途径，而复杂繁琐的规则体系正反映了它

们对各种国家利益的精心安排。大体来看，发达国家碳税制度安排充满了利益妥协的特征，碳税

所承载的国家战略利益与其他利益之间存有微妙的协调，它们既相互依赖，有时却又彼此排斥，

确保多元化国家利益之间的平衡。因此，考察发达国家碳税制度的基本内容，我们可以勾勒出一

幅碳税制度赖以立基的国家利益图景。

（一）一般性条款：发挥导向作用

发达国家通过一系列一般性条款，明确了碳税制度的利益导向。这些一般性条款，内容主要

涵盖了碳税的征税范围、计税依据和征税环节等，不仅为实施碳税提供了操作性依据，更重要的

是，它是对要不要碳税制度、对谁征收碳税等重大利益取向问题表明了国家的态度。可以说，正

是一般性条款建构起碳税制度的基本框架。

通常，碳税的征税对象明确限定为与化石能源有关的碳排放，〔１７〕包括生产与消费原煤、原

油、天然气以及能源产品如电力等产生的碳排放。〔１８〕纳税主体则基本涵盖所有消耗化石能源从

而导致碳排放的主体。这其中既有生产性碳排放主体，比如冶炼、造纸等能源密集型企业，也包

括消费类碳排放主体，如为出行、取暖等目的消耗汽油、电力等能源产品的家庭、公共以及商业

用户等。同时，作为替代传统税制、实现税制结构优化的一种制度选择，为确保国家税收总收入

的基本稳定，发达国家在确定计税依据、征税环节等要素内容时，更注重制度实施的便利性与可

行性。比如计税依据往往采用化石能源的碳含量而非化石能源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由于二氧化碳

以外的其他温室气体在温室气体总量中所占比重小，目前对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测定还存在技术上

的困难，考虑到化石能源二氧化碳排放量与其碳含量之间存在相对固定的比值关系，为了增强碳

税的可操作性，发达国家选择了化石能源的碳含量作为计税依据。征税环节则针对不同的能源产

品，分别选择化石能源的生产环节或批发零售环节进行征税。〔１９〕

（二）弹性税率：兼顾多元国家利益

发达国家对不同类别征税对象的碳税税率做了精细安排，并以弹性税率规则为切入点，为少

征乃至免征碳税预留空间，协调相关利益关系，努力做到多元利益的兼顾。目前，不仅各国税率

水平差异较大，而且还呈现出以下特征：

第一，税率水平与化石能源的碳含量或者碳排放量并非正相关。根据碳税应有之义，不同化

石能源适用税率的不同，取决于化石能源的碳含量或者碳排放量。然而现实制度安排并非如此。

化石能源的碳排放系数基本可以反映化石能源的碳含量，其中煤碳类化石燃料 （褐煤、炼焦煤、

沥青煤等）碳排放系数默认值约为０．９４６～１．０１（１０
４ｋｇ／ＴＪ），原油为０．７３３，汽油为０．７，天然气为

０．５６１。按照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２００９年７月１日至２０１０年６月３０日的碳税税率，汽油约为

每千升３５．１加拿大元，而煤炭类产品 （低热值煤、高热值煤）则约为每吨２９加拿大元，〔２０〕可见，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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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温室气体的排放源有很多。以２００５年为例，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中近７５％来自于化石能源的使用。而土地利用

形式的变化，比如 “去森林化”以及农业生产等也都会排放部分温室气体。ＧｉｌｂｅｒｔＥ．Ｍｅｔｃａｌｆ，ＤａｖｉｄＷｅｉｓｂａｃｈ，犜犺犲

犇犲狊犻犵狀犗犳犃犆犪狉犫狅狀犜犪狓，Ｈａｒｖａｒ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３３，ｎｏ．２，２００９，ｐ．４９９．

比如挪威的碳税制度对燃料油、机动汽油、喷气发动机燃油、石油、煤炭以及焦炭征税。瑞典的碳税制度则对石油、

原煤、天然气、液化天然气、汽油以及家庭航空运输燃料征税。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ａＫ．Ｈａｒｐｅｒ，犆犾犻犿犪狋犲犆犺犪狀犵犲犪狀犱犜犪狓

犘狅犾犻犮狔，ＢｏｓｔｏｎＣｏｌｌｅｇ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３０，ｎｏ．２，２００７，ｐｐ．４２１－４２３．

比如挪威的碳税制度规定，石油公司以及天然气公司负责缴纳石油与天然气的碳税；进口商则负责缴纳煤炭和焦炭

的碳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碳税则统一在批发环节征收。ＯＥＣ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Ｆｉｓｃａｌ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Ｔａｘａｔｉｏｎ

（Ｉ．Ｅ．Ｃａｒｂｏｎ／Ｅｎｅｒｇｙ），Ｐａｒｉｓ：ＯＥＣＤ，１９９７，ｐｐ．３５－３７．

Ｂｒｉｔｉｓｈ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ｅ，犆犪狉犫狅狀犜犪狓犚犪狋犲犆犺犪狀犵犲，Ｍａｙ２００９，ｈｔｔｐ：／／ｗｗｗ．ｒｅｖ．ｇｏｖ．ｂｃ．ｃａ／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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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的单位碳税税率要低于石油的单位碳税税率。有学者指出，欧盟成员国实施的碳税制度，不

同能源产品间税负的不同并不与该产品的碳含量存在直接关联。〔２１〕这正反映了发达国家在环境

保护与能源安全这两者之间的取舍与平衡：气候变化对发展的不利影响是远期制约，而能源问题

对发展的影响却是现实制约和物质基础的制约，属于硬约束，〔２２〕因此，碳税制度设计首要关注

的还是如何增强本国的能源安全。在发达国家普遍缺乏石油资源的能源背景之下，对煤炭给予优

惠税率便不难理解。

第二，税率受化石能源使用用途和使用对象等因素的影响。丹麦根据化石能源的使用用途，

划分为家庭和服务部门使用、工业企业为取暖目的使用、轻工业生产加工使用以及重工业生产加

工使用等四种类型。以２００７年为例，家庭和服务部门使用重质燃料的税率为３２４．８欧元／每吨二

氧化碳，而重工业生产使用时，税率为１．３欧元／每吨二氧化碳，仅为前者的千分之四。〔２３〕其他

国家实施的碳税制度也都或多或少采用类似做法。碳税税率的安排反映了发达国家在能源安全与

环境保护等长远利益之外所关注的现实国家利益。显然，在单边碳税机制之下，本国的工业企业

尤其是能源密集型企业最易受到碳税的影响，对其提供税率的优惠反映了发达国家对长远国家利

益与现实国家利益这一矛盾体的平衡与选择。

（三）税收优惠：保护特殊领域

弹性税率只是发达国家平衡不同利益的手段之一。发达国家在确立对化石能源征收碳税原则

的同时，又针对特殊领域规定了税收优惠政策，减少碳税对原有利益格局的冲击，提升碳税制度

的实际执行效果。

税收优惠的主要受益者是能源密集型企业。比如，丹麦在１９９２年引入碳税时，对所有的工

厂免税，１９９３年至１９９５年，非能源密集型企业只需支付５０％的碳税，而能源密集型企业可得到

其碳税税负９０％的返还。〔２４〕在瑞典，工业企业仅需按照通常税率的５０％纳税。而对于大量使用

能源的企业，如果其税负超过了企业产品销售价值的０．８％时，则可得到进一步的减免。〔２５〕同

样，挪威的碳税制度对使用煤、焦煤作为原材料的工厂免除碳税，这就意味着该国近９０％的二氧

化碳排放被排除在碳税之外。〔２６〕就连欧盟统计局也不得不承认，各种税收减免和税收返还实际

上已成为过去几十年欧盟境内多国引入的 “绿色税收”的核心特征。〔２７〕虽然税收优惠使得碳税

在促进能源安全与环境保护方面的制度功能大大减弱，但这也是出于保护本国能源密集型企业的

竞争力，对本国化石能源利益集团的妥协。

（四）税收收入用途：确保税收中性

为了减少新税种对社会经济运行和社会成员生活的冲击，当今各国普遍采纳税收中性的税改

方式，开征新税种的主要后果是纳税人税负结构的变化而非总体税负的增加，是税收供给的社会

福利结构的变化而非整体福利水平的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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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税是发达国家优化税制结构的制度选择，即将对劳动力的征税转变为对环境污染的征税。

从这个意义上说，碳税收入应主要用于减轻纳税人尤其是工业企业与居民纳税人的其他税负水

平。然而，从环境保护与能源安全的主旨来看，碳税收入则应用于新能源与新技术的研发与使

用。对于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使用途径，发达国家往往将其结合使用，并结合本国财政收入的实际

能力，对两种途径的具体分配比例做出规定。比如，丹麦的碳税收入既用于降低雇主社保费的缴

纳数额，同时，工业企业缴纳碳税收入的３０％被用于对企业能效改造的投资补助。而荷兰的碳税

收入不仅用于降低能源密集型企业的所得税，同时用于降低中低收入者的其他形式税费压力。对

适用第一级所得税税率的所得进一步降低税率水平，同时提高起征点，对年长居民提高税收扣除

额等，这一调整将惠及绝大多数中低收入者或者弱势群体。〔２８〕

发达国家碳税制度安排的特点提示我们，由于化石能源经济迄今仍对各国经济起基础性作

用，碳税制度所面临的利益协调任务也异常复杂，既涉及长远国家利益与现实国家利益之间的矛

盾，又涵盖长远国家利益之间、现实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碳税制度安排应在这一系列的矛盾利

益体之中，从本国国家利益最大化角度出发，做出取舍、平衡与协调。

三、碳税制度的引入：中国国家战略利益取向

我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亦是全球最主要的碳排放地区之一。尽管 《京都议定书》并未

为我国设置强制性的减排目标，但基于环境保护、能源安全等因素的考虑，我国政府依然向世界

做出了减排承诺，即到２０２０年我国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１５％，单位ＧＤＰ的二

氧化碳排放量比２００５年下降４０％至４５％。考虑到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以及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

结构特征，这一目标实现起来难度颇大。只有采取果断有效的措施，方可实现减排承诺。

目前，作为减排经济手段的碳交易和碳税制度，我国都未采纳。从碳税角度看，尽管我国对

某些能源产品早已开始征税 （比如对煤炭、原油、天然气等资源产品的资源税，对成品油的消费

税等），但都不构成碳税。我国的 “十二五”规划纲要已明确提出发展碳排放交易市场，而是否

实施碳税则依然前景不明。诚然，目前发展中国家尚没有引入碳税的先例，但我国所面临的能源

安全与环境保护的危机与挑战以及所面对的国际政治压力，是其他任何发展中国家无法比拟的，

因而，可以判定适时引入碳税制度将是我国国家战略利益的必然选择。〔２９〕

（一）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诉求

与很多发达国家一样，我国也面临着能源安全与环境保护的双重考验。从能源安全角度看，

我国的人均能源资源拥有量低，其中煤炭资源人均拥有量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５０％，石油、

天然气人均资源量更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１／１５左右。〔３０〕我国能源的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２００９

年我国原油进口依存度首次突破国际公认的５０％的警戒线，达到了５５％。〔３１〕尽管能源的进口有

利于对我国自有资源的保护，但长期过度依赖进口资源将威胁国家的能源安全乃至经济安全。从

更为长远的角度看，由于化石能源的储存是有限的，及早改变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将有利于代际之

间对能源的公平需求，更符合我国能源政策的长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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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多有学者赞同实施碳税制度，比如苏明、傅志华等：《中国开征碳税的障碍及其应对》，《环境经济》２０１１年第４

期；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课题组：《基于国际协调视角的我国碳税制度构建》，《税务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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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环境保护角度看，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主要的温室气体排放地区之一。２００６年我国温室

气体排放量接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２０％，占全部发展中国家的３７％。随着工业化和城市

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也将进入快车道。我国所面临的减排压力也会随着经

济实力的增强和温室气体排放的持续上升而越来越紧迫。

（二）中国税制结构的优化转型需要

碳税符合税收制度的发展方向，应成为我国今后税收收入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其中有三

个因素需要考量：其一，政府通过对碳税收入的再分配，可以一定程度上矫正现有税收带来的市

场扭曲。其二，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包括碳税在内的环境税收还存在制度实施上的优势。英国

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署认为，环境税比所得税或利润税更容易监管，纳税人逃避税变得更为困

难。因此，无论从环保角度看还是税收角度看，环境税都是理想的工具。〔３２〕其三，也是最重要

的原因在于，包括碳税在内的环境税不仅可以有效地缓解因我国投资优势逐渐减弱而带来的减税

压力，而且也彰显了未来税收改革的方向。

经济全球化加剧了各国对全球资源要素的竞争。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为了使本国税制在

国际投资中更具比较优势，发达国家展开了一轮减税改革，包括削减所得税税率，降低税制的复

杂程度等。在削减其他税负的同时，这些国家却提高了环境税收对税收总收入的贡献。这一改革

促进了国际投资，增强了税制的合理性，减少了纳税人对税收的抵触心理。从我国的现实考察，

尽管２００９年实施的企业所得税法将公司税率从３３％降至２５％，这一名义公司税率总体而言较具

竞争力，然而由于我国税费改革尚未完成，税制结构也存在较为突出的重合或交叉问题，企业所

承担的实际税负水平远远超出公司所得税法的规定。随着包括劳动力在内的传统比较优势的逐渐

丧失，我国税收也必然面临进一步整合和削减的压力。为此，我国政府早在２００９的政府工作报

告中就提出实行结构性减税的目标。但结构性减税绝非仅仅意味着一个 “减”字。考虑到财政收

支平衡的压力，结构性减税的同时必须做到结构性增税，而借鉴国外做法，增税理应聚焦在环境

税上。〔３３〕

（三）在与环境相关的议题上保持主动

目前，发达国家在与环境相关的问题上越来越倾向于单边行动。无论是欧盟意欲强制性地将

在欧盟起降过境的民用航空器纳入欧盟排放交易体系，抑或是美国法律草案创设有关国际储备配

额的规定，〔３４〕都意图将环境问题与贸易措施挂钩，而有关 “碳关税”的争议也随之而来。

即便是提出这一概念的西方国家也没有对碳关税给予清晰的界定。因为对碳关税性质的界定

模糊不一，学者们在有关碳关税的合法性尤其是在其与 ＷＴＯ的契合性等问题上的观点大相径

庭。我国大部分学者将其归入 “边境税收调整”措施，〔３５〕部分学者则认为其可能的依据是关贸

总协定 （ＧＡＴＴ）第２０条有关环境保护的例外条款，〔３６〕税收领域的专家则认为碳关税与边境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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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吴斌：《环境税开征与结构性减税政策相结合》， 《中国社会科学报》２０１１年７月１２日；邢丽： 《开征环境税：

结构性减税中的 “加法”效应研究》，《税务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７期。

ＳｅｅＬｉｅｂｅｒｍａｎ－ＷａｒｎｅｒＣｌｉｍａｔｅ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ｃｔｏｆ２００８，Ｓ．３０３６．１１０ｔｈＣｏｎｇ．（２００８）．《利伯曼－沃纳法案》（气候安全

法）是美国第一部引入碳关税 （即国际储备配额制度）的法律草案。国际储备配额制度要求当产品出口国与美国的

减排制度安排不具可比性时，进口商必须为出口产品购买国际储备配额，否则该产品将无法进入美国市场。美国清

洁能源与安全法 （２００９）草案同样引入了该制度。

如王慧：《美国气候安全法中的碳关税条款及其对我国的影响 兼论我国的诉讼对策》， 《法商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５

期；马华：《美国 “碳关税”法理逻辑与反制措施》，《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０年第３期。

如马其家：《碳关税及中国的应对策略研究》，《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１年第１１期。



收调整乃两个概念，不应混淆。〔３７〕无论基于何种研究，由于和国外学者的立场不同，我国学者

大多认为碳关税与世界贸易组织 （ＷＴＯ）的相符性值得怀疑。

根据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两个问题：

１．已确定引入碳交易制度，是否还有必要再行引入碳税制度

碳税与碳交易被认为是促进温室气体减排最具效率的两种经济手段。在 “十二五”规划纲要

中，我国已明确提出发展碳交易市场。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碳税制度仍有存在的必要。这主要基

于以下理由：

其一，碳交易无法取代碳税。我国学者从理论角度分析了两者的区别。从实践角度看，碳税

的征税对象与碳交易的调整对象并非完全相同：碳交易制度主要针对能源密集型企业的生产性碳

排放，而不适用于消费类排放。而碳税既对生产性碳排放的企业征税 （这些主体往往享受免税或

者减税的优惠），也可能对广大的能源消费者征税。发达国家的碳税经验显示，相当一部分的碳

税收入来源于交通运输、家庭、商业用户等主体的纳税。一般而言，生产性碳排放与消费性碳排

放能够相互作用与影响：通过对生产性碳排放征税，再由生产商提高产品价格的途径将排碳成本

转移给消费者，可以实现消费性减排；通过对消费性碳排放直接征税，减少消费，也能够间接达

到生产性减排的目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相互作用与影响是有条件的、间接的和低效率的。

真正有效的减排制度安排必须从生产与消费两个层面加以落实。

其二，“碳交易＋碳税”可有效应对碳关税威胁。尽管我国的碳交易制度框架尚未搭建起来，

但从目前发达国家碳交易制度的经验来看，其规范对象限于工业企业的生产性碳排放。当然，并

非所有工业企业的碳排放都被涵盖在内。比如，欧盟的碳交易制度仅将从事电力、钢铁、水泥、

电解铝等２８种高能耗活动的企业碳排放纳入调整的范围。〔３８〕美国法律草案规定的碳交易适用范

围则包括从事化石能源生产加工的企业以及超过排放限额的企业，即 “在美国境内１年所使用的

煤炭超过５０００吨或者排放超过１万吨二氧化碳当量非氢氟烷温室气体的企业”。〔３９〕

我国的碳交易制度显然也不可能涵盖所有的工业企业碳排放，有关企业之间排放配额的划

分、监管等问题，我国没有经验可循，碳交易实践只能是逐步试点、渐进推行。〔４０〕把那些未能

纳入碳交易的工业排放纳入碳税制度的调整范围，不仅有利于我国减排事业的长远发展，而且有

助于减轻我国面临的发达国家碳关税威胁。

美国的气候安全法、清洁能源与安全法等均创设了国际储备配额制度。美国意识到，包括中

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 “近期将一直处于产品生产链的末端，尤其是低附加值的加工产业，而美国

对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在不断增加”，〔４１〕因此，其排放交易规则如果仅适用于能源密集型产业

（如欧盟排放交易规则那样），显然无法达到遏制发展中国家产品出口的目的。而将 “１年内所使

用的煤炭超过５０００吨或者排放超过１万吨二氧化碳当量非氢氟烷温室气体的企业”纳入排放交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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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如陈斌：《碳税边境调整的起因及主要争议》，《涉外税务》２０１１年第３期。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Ｕｎｉｏｎ，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２００３／８７／ＥＣ，ＡｎｎｅｘＩ．

ＳｅｅＬｉｅｂｅｒｍａｎ－ＷａｒｎｅｒＣｌｉｍａｔｅ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ｃｔｏｆ２００８，Ｓ．３０３６．１１０ｔｈＣｏｎｇ．（２００８）．

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资料，２００５年我国分行业能源消费量居前六位的是：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１９．７１％），化学

工业 （１２．３３％），电力及蒸汽、热水生产和供应业 （７．６３％），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８．４６％），石油加工、炼焦及燃

料加工业 （５．２９％），煤炭、石油、天然气开采业 （４．６７％），这六种行业的能源消费超过了我国能源消费总量的

５０％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１０）》，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２７４页）。我国的碳交易制度应将这些

行业的碳排放作为规范对象。

根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统计资料，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期间，在美国对中国的进口产品中，电子产品、纺织与服装、

机电、矿物与金属、化工产品、鞋类占据前六位。尽管机电、化工等重工业产品比重有所增加，但劳动密集型产品

依然占据重要位置。ＳｅｅＵ．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犛犺犻犳狋狊犻狀犝．犛．犕犲狉犮犺犪狀犱犻狊犲犜狉犪犱犲２００９，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０，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ｓｉｔｃ．ｇｏｖ／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ｒａｄｅｓｈｉｆｔｓ／２００９／ｃｈｉｎａ．ｈｔｍ．



易范围，就在最大程度上将发展中国家的产品，特别是其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纳入调整

的范围。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生产规模大，以企业碳排放总量来衡量，完全有可能超

过美国法律草案规定的限度，当这些产品的出口国对其不存在类似于美国的减排措施时，美国就可

以堂而皇之地适用国际储备配额，限制该企业对美国的出口。因此，我国将那些没有纳入碳交易范

围却深受国际竞争威胁的工业排放纳入碳税制度，有助于变被动为主动，化解西方的碳关税阴谋。

２．是改革现行资源税与消费税等税收体系，还是引入碳税

有学者认为，碳税本质上是对化石能源及其制品征税，而我国现行税收体系中不乏对化石能

源的征税，比如对原煤、原油以及天然气征收的资源税，对柴油、航空煤油、燃料油等征收的消

费税 （燃油税）等。因此当务之急是对这些已有税制进行改革，单独出台碳税并无必要。〔４２〕

诚然，我国的确存在有助于减排的税收制度，但由于这些制度缺乏减排制度的名义，很有可能

对我们化解西方国家碳关税威胁、保持在环境问题上的积极主动性不利。这其中有两个因素需要考

量：其一，从文义角度看，美国是第一个将碳关税从口头威胁转变为立法草案的国家 （即国际储备

配额制度）。它认为，碳关税是否适用的核心在于发展中国家的温室气体减排措施是否与美国的温

室气体减排措施具有可比性，只有那些 “旨在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措施”，〔４３〕才可用作可比性判

断的依据。我国的资源税与消费税通过提高化石能源产品价格的方式，确实起到了促进减排的作

用，但其能否被归入 “旨在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措施”就存有疑问：按照发达国家的观点，虽然资

源税与碳税共同归属于环境税，但很难将两者归属于环境税下的同一类别；〔４４〕从税制的目的性角

度看，我国的资源税是为了调节资源级差收入并体现国有资源有偿使用而征收的一种税，由养路

费改革而成的燃油税，在促进环保的同时，也是筹措交通基础设施养护和建设资金的重要渠道。

因此，其能否与碳税这一理论上旨在将温室气体排放成本内化的措施具有可比性，存有疑问。

其二，从发达国家实施碳关税的意图来看，其绝不可能轻易地让发展中国家产品摆脱碳关税

阴谋。碳关税是发达国家在近几十年成功发掘的一个东西：它不仅外表光亮体面，而且杀伤力巨

大，对国际货物贸易中的绝大多数产品产生影响，是发达国家为挽救即将丧失的竞争力优势为本

国企业注入的强心剂。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发达国家不可能对发展中国家那些缺乏温室气体减排

之名的措施抬手。

这一分析也提醒我们，尽管税收本质上是一个国内问题，我们有时却不得不将其与国际问题

挂钩。可以换个思路考虑，我国经济社会的转型升级需要碳税，我国政府践行对国际社会的庄严

承诺同样需要碳税。即便是迫于西方国家碳关税阴谋的压力，只要我们调整应对策略，依然可以

获取更多的空间。比如将碳税与资源税、燃油税等相关税制统筹考虑，我们就可以在自身承受范

围之内推行碳税制度，因为那无非是战术问题。这样做肯定可以增强我们在环境问题上的话语

权。更为主要的是，通过税制结构的变化，能向纳税人清楚地表明政府对环境保护的态度，有利

于实现我国长远发展的战略目标。

四、碳税制度的建构：中国国家战略利益平衡

在碳税与碳交易这两种经济减排手段之中，我国政府首先选择了碳交易制度。这既是对现有

国际减排制度安排的呼应，也反映了我国政府对碳税制度的谨慎与徘徊。一方面，自 《京都议定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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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４３〕

〔４４〕

参见寇红：《有没有必要单独开征一个碳税》，《中国税务报》２０１０年４月７日。

Ｌｉｅｂｅｒｍａｎ－ＷａｒｎｅｒＣｌｉｍａｔｅ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ｃｔｏｆ２００８，Ｓ．３０３６．１１０ｔｈＣｏｎｇ．（２００８），Ｓｅｃ．６００６（２）．

前引 〔３〕，Ｅｕｒｏｓｔａｒ书，第３８７页。



书》生效以来，我国通过参与清洁发展机制，〔４５〕早已融入国际碳交易市场，现已成为世界上最

大的碳排放权供应国之一。但由于我国缺乏统一的国内碳交易市场，碳交易的标准又由国外把

持，所以很难形成碳交易的定价权，不利于保护我国自身利益。同时，发达国家意欲强行扩大本

国 （本区域）排放交易规则的适用范围，亦使得我国政府面临强大的政治压力。从这一意义上来

说，我国选择碳交易制度势在必然。另一方面，我国政府对碳税制度的顾虑也影响了采纳碳税的

决心。碳税与碳交易不同，后者本质上是一种市场交易行为，交易的主体仅限于本国的能源密集

型企业，因此对经济生活的影响有限。而碳税的征税范围广泛，对经济生活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包括工业企业竞争力、物价和就业等敏感问题。非但如此，由于我国环境税建设正处于起步阶

段，学界与实务界对碳税与其他相关税种之间的关系存有争议，加之立法者对现行税收征管水平

的担心，也增加了碳税被采纳的难度。

无论是碳交易抑或碳税制度都会对国民经济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关键是如何通过制度构建

尽可能地减少不利影响。环境税建设刚刚起步的这一现状提供了契机，使我们能做到碳税与资源

税等其他环境税种统筹协调，使碳税在国家税制中有名有份，既能有效化解碳关税威胁又不增加

纳税人总体负担。

从现实角度考察，构建我国碳税制度不仅要认真考量以能源安全和环境保护为核心的长远国

家利益，同时必须对现实国家利益做出回应和兼顾。例如，要关注和评估国民经济的承受能力，

适度维护现实的产业竞争力，并保障好居民的基本生活。实现上述国家战略利益的协调与平衡正

是我国碳税制度的关键所在。从碳税与碳交易的衔接配合角度看，应避免这两种制度的重叠与冲

突，最大程度上使它们相互配合、相互呼应。从实施的时机看，由于建立全国统一的碳交易市场

尚待时日，我国可以考虑先行展开碳税试点，选取某一种或几种化石能源产品先行先试，〔４６〕为

今后的减排工作积累经验，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升级以及碳交易制度的发展完善，再逐步推行和

完善碳税制度。

（一）征税对象与纳税主体

碳税的征税对象与纳税主体的选择不仅涉及能源安全与环境保护等长远利益，还必须兼顾国

民经济承受力等现实利益，并保持税制实施的可行性与便利性。

基于能源安全与环境保护的利益考虑，碳税的征税对象理论上应确定为化石能源燃烧后产生

的温室气体。其中，化石能源既包括原煤、原油与天然气等一次能源，亦涵盖焦炭、汽油、柴

油、燃料油、煤气、火电等能源制品。温室气体则包括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氨等多种类型。

这一理论上的征税对象却并不具税制实施上的可行性与便利性：“化石能源”与 “温室气体”

范围的宽泛，无疑将增加税制的实施成本与监管成本。因此，必须对征税对象做精细化处理。一

是对 “化石能源”的范围进行选择。结合我国化石能源的消费特征，建议将原煤、原油、天然气

以及焦炭、汽油、柴油、火电等７种化石能源纳入我国碳税的征税范围。〔４７〕二是对 “温室气体”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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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

〔４６〕

〔４７〕

清洁发展机制，简称ＣＤＭ （Ｃｌｅａ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ＣＤＭ允许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联合开展二氧化碳等

温室气体减排项目。这些项目产生的减排数额可以被发达国家用于履行其所承诺的限排或减排量。对发达国家而言，

ＣＤＭ提供了一种灵活的履约机制；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通过ＣＤＭ项目可以获得部分资金援助和先进技术。

建立全国统一碳交易市场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对其理解、消化、吸收与构建都需要时间。相反，税收制度则为

我们所熟知。通过碳税试点，尤其是碳税对宏观经济承受力的测试，不仅会为下一步碳税制度的全面展开做好铺垫，

也会对碳交易制度的搭建有所助益。碳税试点可考虑以火电作为制度突破口。一则，火电是我国最主要的碳排放源

之一；二则，可将已实施或将要实施的 “梯度电价”、“差别电价”等政策融入火电碳税试点中。

根据国家统计局按行业分能源消费量的统计，除上述７种能源之外，我国能源消费的类型主要还包括煤油与燃料油，

其中煤油主要用于交通运输，燃料油则主要用于工业以及交通运输 （前引 〔４０〕，国家统计局书，第２７４页）。考虑

到这两种能源的使用总量有限，为提高税制实施的便利性，可不纳入碳税的征税对象之中。



的范围进行选择。由于超过６０％的温室气体表现为二氧化碳，其他类型温室气体所占比重小，因

此，可将征税范围进一步缩小至 “二氧化碳”。根据这一调整之后的征税对象与范围，纳税人可

相应确定为因生产和消费化石能源导致二氧化碳排放的单位与个人。其中单位是指企业、行政单

位、事业单位、军事单位、社会团体及其他单位，个人是指自然人与个体工商户。

这样确立起来的征税对象与纳税主体，还需进一步考量其与现实国家利益的协调性，包括产

业竞争力以及居民对碳税的承受能力。

１．与征税对象和纳税主体相关的产业竞争力考量

产业竞争力考量主要涉及确定工业企业生产性碳排放的征税范围问题，即是否存在因产业竞

争力的考量而应排除在征税范围之外的碳排放，是否有必要对征税范围做进一步的精细化。遵循

这一思路，我国碳税制度应将工业企业生产性碳排放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属于 《产业结构

调整指导目录》中鼓励类能源密集型企业的碳排放；第二类，属于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

限制类、淘汰类能源密集型企业的碳排放；第三类，非能源密集型企业的碳排放。

作此划分的目的，正是要将与产业竞争力相关的产业政策协调到碳税制度设计之中。与发达

国家不同的是，工业碳排放对我国碳排放总量的贡献率远高于发达国家。因而，实现我国节能减

排的关键在于减少工业排放。〔４８〕而实现工业减排的关键在于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４９〕以

此为据，对于上述第一类企业即符合我国产业政策的能源密集型企业的碳排放，应排除在碳税调

整范围之外，纳入碳交易制度的调整范围。结合目前碳交易的国际实践以及我国的实际情况，将

符合产业政策的能源密集型企业纳入碳交易的调整范围是恰当的。

上述第二类企业不应纳入碳交易，而应纳入碳税的征税对象。碳交易制度所确立的排放权

（配额）是一种有限的资源，是对企业排放行为的法律许可，只有那些符合产业政策的企业才有

资格获得排放权，并纳入碳交易制度。那些淘汰类、限制类的能源密集型企业不应占用有限的排

放配额资源。对其限制与淘汰，应主要依靠行政、税收等手段。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资料的分

析，这些企业使用化石能源的途径主要有两种：消耗火电以及直接燃烧化石能源，包括原煤、焦

炭、原油以及天然气，从而获得生产过程中的动力燃料。〔５０〕因此，对这类企业消耗火电、原煤、

焦炭、原油以及天然气而排放的二氧化碳，都应征税。

第三类企业的碳排放同样应纳入碳税进行调整。非能源密集型企业的碳排放原则上不会纳入

我国的碳交易制度框架。通过碳税加以调整，不仅使得我国的减排制度安排对所有工业企业有所

兼顾，而且有利于促进工业企业减排。由于这类企业的生产性碳排放主要源自火电的消耗，为减

少制度实施成本，可仅对其火电消费征收碳税。

２．与征税对象和纳税主体相关的居民承受力考量

需要权衡是否将居民消费类碳排放 （包括生活消费与家用运输类碳排放）纳入征税对象之

中。我国学者对此多持否定态度，认为在我国现有经济条件之下，碳税税负对居民而言过于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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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工业企业的能耗与排放量一直占全国能耗与排放总量的７０％以上。而发达国家则明显低于这一比例，比如美国

的工业排放仅占其排放总量的２９％。ＥＰＡ，犐狀狏犲狀狋狅狉狔狅犳犝．犛．犌狉犲犲狀犺狅狌狊犲犌犪狊犈犿犻狊狊犻狅狀狊犪狀犱犛犻狀犽狊：１９９０－２００６，

Ａｐｒｉｌ１５，２００８，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ｐａ．ｇｏｖ／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ｓ／０８ＣＲ．ｐｄｆ．

我国学者认为，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对实现２０２０年碳强度降低目标的贡献程度在７５％以上。参见刘卫东等：《中国低

碳经济发展框架与科学基础》，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０年版，第４页。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资料，２００８年，煤炭除用于火力发电外 （４９％），其余主要用于煤炭的开采与洗选业 （６％）、

石油加工与炼焦 （９％）、石油与天然气开采 （６％）、化工产品制造 （５％）、非金属矿物制品 （８％）、黑色金属冶炼

与压延 （９％）等能源密集型产业。焦炭主要用于黑色金属冶炼与压延 （８５％）。原油除用于石油天然气的开采以及

二次能源加工以外，主要用于化工产品行业。天然气除用于其开采以外，主要用于石油加工与炼焦行业 （２５％）。前

引 〔４０〕，国家统计局书，第２７４页。



重。然而，尽管目前居民消费类碳排放并不构成我国最主要的碳排放源，但根据２００８的统计数

据，居民生活用电已占当前全部电力消耗的近１３％，生活用天然气消耗占当年全部天然气消费的

２１％；交通运输 （家庭出行、公共出行等）所消耗的汽油与柴油量分别占当年汽油、柴油消费总

量的５１％与５４％。〔５１〕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生活类能耗与交通运输类消耗都将以年均超

３．５％的增速持续上升。〔５２〕对这一部分碳排放进行制度约束，有利于我国减排事业的良性健康发

展。对居民承受力的兼顾可通过碳税框架内的税制优惠来实现。

（二）税率

碳税税率最能体现多元化国家战略利益：其一，基本税率水平的设定既要发挥对能源安全与

环境保护的促进作用，同时又必须兼顾本国宏观经济的承受力。对我国而言，碳税税率尤其应注

意与其他相关税收的税率水平保持协调配合。比如，尽管资源税、成品油消费税与碳税的差异明

显，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三种税收都将提高化石能源使用成本，提高工业生产与生活消费成本。

在我国经济承受力有限的情况下，必须对这三种税收的总体税负进行综合考量。而正在进行的资

源税改革，亦必须为今后碳税以及碳交易制度的实施留有余地。其二，通过对基本税率水平作差

别化、灵活性的处理，将能更充分地体现符合本国实际的具体国家利益。

第一，基于能源安全与环境保护诉求的差别化税率处理。从能源安全与环境保护的角度出

发，我国在确定不同化石能源碳税税率水平时，不应拘泥于通过单位碳税税率与单位化石能源碳

含量计算得出的基本税率水平。比如，在煤、石油、天然气这三种化石能源中，煤的基本碳税税

率按理应是最高的，石油其次，天然气最低。然而这一税率水平的设定并没有最大程度地体现我

国的能源安全与环境保护诉求。我国原煤资源储存相对丰富，石油的进口依存度却非常高，从能

源安全角度出发，应该在基本税率水平的基础之上对原煤提供税率优惠。天然气比煤炭和石油都

要清洁，但受储存与开采的限制，在我国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例一直保持在３％～４％。随着我国

几个主要气田的开发以及中哈天然气管道的修成，天然气在我国能源消费中的比例将逐步提高。

加强天然气对煤或者石油的替代，有利于能源安全与环境保护。可以考虑对天然气给予一定的税

率优惠。

第二，基于保护产业竞争力的差别化税率处理。由于碳税会增加工业企业生产性排碳成本，

为保护其产业竞争力，可以考虑为其提供税率优惠。但保护产业竞争力的国家利益也必须考虑其

与产业政策的协调配合。为此，可将工业企业生产性碳排放区分为两类，对不符合产业政策的能

源密集型企业生产性碳排放，无需对其提供竞争力保护，也不应为其提供税率优惠。对其他工业

企业的生产性碳排放，则提供实质性的优惠税率。低税率有利于保护这类企业产品的国际竞争

力。同时，这类主体承担的碳税成本最终还是要通过价格的方式转移给终端消费者，如果税率水

平过高，可能引发终端市场的通货膨胀。

第三，基于保护居民基本生活需求的差别化税率处理。我国碳税制度应该为居民用户以及个

体工商户设立免征额，即对于一定额度内的电力与天然气消费免于征税。免征额的设定目的是为

了确保居民基本需求型碳排放，同时减少碳税的累退性。国外学者认为，解决税收的累退性，实

现对所得与财产的再分配，直接调整所得税会比调整商品税更具效率。〔５３〕换句话说，解决碳税

的累退性不应在碳税框架内通过提供免征额或者低税率等手段实现，而应通过调整个人所得税

（比如提高个人所得税扣除额度，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等方式）来实现。尽管这一解决累退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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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 〔４０〕，国家统计局书，第２７４页。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课题组：《中国２０５０年低碳发展之路》，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４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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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更具效率，也有利于简化税制，但其实施的前提是个人所得税制建立起了相对完善的成本扣

除机制，这显然不适用于我国现行税制。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依然实行分类所得税制度，工薪所

得的费用扣除并没有考虑纳税人的实际家庭负担，而是由统一的起征点加以调整，难以对因碳税

导致的家庭负担成本的增加做出回应。因此，我国现阶段要解决碳税累退性，只能依靠碳税本身

的制度框架。

（三）计税依据与征税环节

计税依据与征税环节的确定，更多的是出于税制可行性与便宜性的选择。碳税的计税依据可

采两种方式，一种为化石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这需要以较为成熟的排放监测能力为前提，我

国短期内无法在技术上满足这一条件，因此并不符合我国现实国情。由于化石能源的使用数量较

易确定，化石能源的碳含量与其燃烧之后所释放的二氧化碳数量之间存在相对固定的比值关系，

因此以化石能源的碳含量作为计税依据，在现阶段较为可行。

征税环节的选择应结合纳税人与征税对象的制度设计特点。其中，由于电力往往由电网公司

输送，非工业用天然气往往由燃气公司输送，对二者的征税可在零售环节实施，由电力公司、燃

气公司代征代缴。〔５４〕汽油、柴油征税环节的确定，可结合成品油消费税的改革步伐，确立为批

发环节或者零售环节，由批发商缴纳或者各加油站代征代缴。〔５５〕确定征税环节的难点在于如何

确定工业用原煤、焦炭、原油以及天然气的征税环节。对此，可尝试运用采购环节进行征税，即

当那些不符合产业政策的被纳入碳税范围的能源密集型企业进行原煤、焦炭、原油以及天然气的

采购时，〔５６〕通过价外税方式，由买方向卖方支付。这一方法实施的关键在于卖方对买方的身份

识别。身份识别可采取以下方法：由能源密集型企业向当地环保与税务机关申请免予碳税的证

明，相关机关在进行审核时，对于符合我国产业政策的被纳入碳交易的能源密集型企业发放免税

证明，而对于不符合我国产业政策的能源密集型企业不发放免税证明。

（四）税收优惠

在碳税制度框架内设立税收优惠，是碳税对现实国家利益的回应与兼顾。一方面，化石能源

一直以来都是支撑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性力量，其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９２％以上。以化石能源

为征税范围的碳税制度，必然对化石能源经济产生重大影响。通过税收优惠的手段，将这些影响

逐步地、渐进地传递给国民经济，才可能最大程度地减少碳税对宏观经济的现实冲击。另一方

面，提供税收优惠的理由还在于保护本国那些受国际贸易影响最为显著的产业与企业。税收优惠

政策必须与其他政策目标相协调。实现税收优惠的途径有多种，我国宜采用税率优惠与税收减免

等手段。

（五）税收收入的使用与归属

确定碳税收入的使用途径，关键在于对两种战略利益的选择与权衡：基于长远国家利益，碳

税收入应作为节能减排的专项资金；基于现实国家利益，碳税收入可用于对纳税人的税收返还，

实现税收中性。我国宜着眼于长远利益的维护，将碳税收入确立为节能减排的补贴资金。我国的

碳税制度安排已对最受其影响的纳税主体进行了制度兼顾，比如对工业用电的税率优惠、对家庭

用户的免征额等。加大节能减排的投入，使企业获得新能源、新技术方面的补贴，远比对企业实

施诸如所得税削减等税收返还手段更有利于企业获得持久的竞争力。在低碳生态下，企业核心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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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水务公司代征代缴污水处理费的实践，可以为电力公司、燃气公司代征代缴碳税提供经验。

深化成品油消费税改革，将成品油消费税征税环节后移到批发与零售环节，是税制发展的一种趋势。参见晏琴：《成

品油消费税或面临调整》，２００９年９月１９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ｃｏｍ／ｎｙ／２０１０／０９－１９／２５４１７２２．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１

年４月２日访问。

对于由燃气公司提供使用的工业用天然气，也可采用由燃气公司代征代缴的方式征收碳税。



争力的重要构成就是其所掌握与运用的低碳技术，通过 “征税—低碳发展补贴”的模式，有利于

鞭策企业积极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实现环境保护与企业发展的双赢。

有关碳税收入的归属问题，则主要属于现实国家利益的协调范畴。将碳税归属于中央税，无

疑有利于税收收入的统筹使用，有利于节能减排补贴资金的落实。但这样做不利于调动地方政府

积极性。一是碳税有可能会影响到地方政府从其他相关税种中获得收入的能力。比如，资源税一

直隶属于地方税，如果将碳税与资源税统筹考虑，势必影响地方政府从资源税中获得收入的能

力。二是征收碳税必然会影响工业企业的经营利润，这些企业 （包括那些不符合产业政策的能源

密集型企业）往往是地方财政的重要来源。如果不注意对地方财政做出相应的补偿，将会使碳税

的落实遭遇较大的地方阻力。因此，宜将碳税确立为中央与地方的分享税种。

五、碳税制度的国际展望：国家战略利益的博弈与调适

当前，尽管碳税制度在发达国家得到一定的发展，但碳税制度在全球范围内的推进依然面临

诸多不确定因素：欧盟相关国家的碳税收入在近几年出现停滞不前的状况，〔５７〕与此同时，法国、

日本、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引入碳税制度时遭遇了巨大的国内阻力。

政治因素的障碍主要源自党派政治在碳税问题上的利益分歧。自工业革命伊始，传统能源就

与各国的政治经济密不可分。而作为一种相对彻底的减排方案，碳税必然引发既得利益者和新兴

力量之间的激烈交锋，这决定了其利益代言人 各政党之间在有关碳税问题上的政治僵持。比

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早在２０年前推动的类似于碳税的英热单位税 （ＢｔｕＴａｘ），就由于共和党

人的强烈反对而夭折。〔５８〕

经济因素的障碍则主要源自碳税对各国国民经济的现实影响。当前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主

要建立在化石能源基础之上。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发展的内生动力在其实现工业化之前都离不开

化石能源，甚至主要依赖于化石能源，因此碳税是其无力负担的经济成本。对发达国家而言，单

边碳税机制会对本国工业企业的竞争力造成不利影响，这是许多发达国家不愿承担的。

社会因素的障碍主要源自公众对碳税认知与接受的不足。不同的能源消费习惯对化石能源的

依赖程度不同，导致对开征碳税的态度千差万别；不同区域能源禀赋的差异也会影响公众对碳税

的认知与接受；而不同的环境保护历史传统与群众基础亦会使碳税的实施面临或大或小的阻力。

同时，有关碳税与碳交易的关系的争论也成为碳税制度发展的阻碍。有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

认为，碳交易与碳税之间是相互替代的关系。碳交易的快速发展也相应挤压了碳税发展的空间。

欧盟统计局在分析欧盟近几年环境税收入停滞不前甚至有所下降的成因时，也认为碳交易的快速

发展是重要原因之一。〔５９〕这就使得许多采纳了碳交易制度的国家不愿再涉足碳税领域。

正是由于当前世界各国求近轻远的国家战略利益选择，导致了碳税制度的推进艰难而曲折。

然而从长远看，影响碳税发展的短期国家利益并非不可调和。无论是有关碳税的党派利益之争，

抑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基于各自经济利益而对碳税的取舍，还是社会公众对碳税的怀疑乃至

批评，根本上都是源于环境与能源危机尚未引起整个社会的足够认知。如果不采取果断有效的措

施，人类社会将不得不承受气候变化以及化石能源枯竭所引发的所有灾难。基于这样的认识，随

着环境与能源问题的日益紧迫，各国对碳税问题的态度也必然趋于一致。

事实上，碳税的发展应该与碳交易保持协同，但两者并非相互替代的关系。在理论上，两者

·９９·

碳税制度与国家战略利益

〔５７〕

〔５８〕

〔５９〕

前引 〔３〕，Ｅｕｒｏｓｔａｒ，第１４８页。

ＪａｎｅｔＥ．Ｍｉｌｎｅ，犆犪狉犫狅狀犜犪狓犲狊犻狀狋犺犲犝狀犻狋犲犱犛狋犪狋犲狊：狋犺犲犆狅狀狋犲狓狋犳狅狉狋犺犲犉狌狋狌狉犲，载前引 〔２１〕，Ｍｉｌｎｅ编书，第７页。

前引 〔３〕，Ｅｕｒｏｓｔａｒ书，第１４９页。



相互替代的前提是减排成本与减排收益的可确定。〔６０〕然而，受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对气候变

化引发的损失进行定量很难办到，减排的成本和收益自然难以确定。而从实践角度看，由于任何

一种减排制度安排 （包括碳交易和碳税）都不可能不对本国现实利益造成一定的影响，加之减排

收益的不确定，难有一国政府愿意为了不确定的收益，赔上本国现实的经济利益。这就决定了任

何一种减排制度安排都必然相对温和，都难以满足环境保护与能源安全的需要。只有将碳税与碳

交易相结合，才可能最大程度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碳税通过其明确的税率水平，传递给市场一

种稳定的价格信号并产生持续的减排压力；碳交易则可限制一定期间内温室气体的排放总量。两

者的结合应是各国政府运用经济手段解决环境与能源危机的理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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